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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以来 ,以中国 、前苏联及东欧为代表 ,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
制转轨的潮流。但是 ,由于各国本身的社会历史及经济法律条件的不同 ,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在转轨道路





虽然 ,与所有其他转轨国家一样 ,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起点是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 。但是 ,
同样的逻辑起点也存在具体条件和经济背景的不同 。中国经济改革在起始条件及经济背景方面与苏联 、
东欧各国相比 ,有着相当大的区别 ,仔细分析这种差别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 ,改革之初中国的工业化程
度远远低于前苏联和东欧各国 。在改革开始时 ,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经济大国 ,而前苏联和捷克等东
欧国家则已经是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经济。改革前中国总人口中的农业就业人数几乎占全部就业人
数的 3/4 。1978年 ,中国的全部就业人口中 ,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所占的比重分别只
有 15%和 11%左右 ,而前苏联的上述比例则为 39%和 41%。从产值来看 , 1978年中国第一 、二 、三产业






中国(1978年) 28.1% 48.2% 23.7%
俄罗斯(1985年) 11.9% 50.0% 38.2%
捷克(1985年) 6.9% 60.0% 33.1%
波兰(1985年) 14.5% 51.0% 34.4%
保加利亚(1985年) 11.9% 62.5% 25.6%
　　数据来源:刘洪主编《国际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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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 ,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 230 美元 ,而苏联则为 3700 美元。可见 ,中国的工业化水平
远远低于前苏联及东欧各国。第二 ,改革之初中国的国有化程度远低于前苏联及东欧各国。在改革之
初 ,前苏联 、东欧地区的国有部门几乎涵盖了全部人口 ,甚至包括农业人口。而在中国 ,国有部门的规模
很小 ,有 80%的劳动力处于极度保守的国有部门之外。在中国 , 1978 年 ,国有企业职工在就业劳动力中
的比重只占 18%,与国有企业接近的城市集体部门职工比重也仅 5%,而农村人民公社却占据劳动力比
重的 70%之强。而在前苏联 ,1985年 ,93%的劳动力在预算软约束的国有和城市所属企业中(包括国有
农场)就业 ,在财政上依靠国家而与国有部门没有什么区别的集体农庄和消费者合作社占有 6%的劳动
力 ,而个体和私营企业的劳动力比重只有 1%(Sachs and Woo ,1994)。第三 ,改革之初中国经济的计划化
程度远比前苏联 、东欧低。在前苏联 、东欧地区 ,经济计划比在中国渗透得要深得多 ,国家计划的集中度
也比中国高得多。苏联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母国 ,到改革前 ,这种体制在该国已经运行了 70多年 ,历
史悠久 ,根深蒂固 ,经济计划已经覆盖了全社会和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 。而中国的中央计划体制是 1953
年才从苏联学习过来的 ,而且在使用过程中 ,当外时的决策层还注意到了中国本身的国情 ,并没有全盘照
搬;中国的计划统计人员的数量 、质量 ,以及指令性计划制定的严密程度和执行计划的严格程度 ,都远不
及苏联 。前苏联经济计划涉及的商品约有 2500万种;而中国的计划仅包括 1200种商品。在中国 ,地方
政府比在前苏联 、东欧地区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可以在中央计划以外建立小规模的企业乡镇 。1965 年 ,
中央部委直属非军工企业共 10533个 ,其产量占国有工业总产出的 47%,到 1971 年 ,中央部委直属的非
军工企业个数下降到 142个 ,其产量占国有工业总产出的比重也降至 8% 。
(二)转轨思路的特殊性
对于经济改革 ,在传统经济学内部存在两种倾向 ,一种是“理性主义” ,一种是“经验主义” 。前一种倾
向以主流经济学的现成理论为基础 ,遵循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主义传统 ,追求经济过渡方案的完美性 。它
推崇先设计改革方案 ,后进行实施的改革思路 ,具有完美的逻辑一致性。这种改革理论和改革思路构成
了前苏联及东欧“休克疗法”的哲学基础 。后一种倾向则遵循“边干边学”或“干中学”(“Leaming by do-
ing”)的经验主义哲学原则 ,在中国被邓小平通俗化为“摸着石头过河” 。这种思路能够充分地利用已有
的组织资源 ,保持制度创新过程中制度的相对稳定和有效衔接。
理性主义的改革观认为 ,经济转轨是一项涉及制度 、体制 、机制转变的全面改革 ,它们是相互联系 、互
相制约的 ,局部的 、零敲碎打式的改革是不起作用的 ,甚至会起反作用 。他们认为:由于旧体制是缺乏效
率的 ,如果由它出发 ,向新体制过渡 ,采取“分步走”的方法 ,每走一步时经济都仍然是处在“次优的” 、无效
率的状态之中 ,而且每一步的结果很可能离效率最优状态不是更近而是更远;每一次小的调整 ,都不必然
使下一步的改革更容易 ,而是很可能更难;经济长期处在无效率的状态之中 ,甚至可能在最初的改革发生
之后 ,经济“扭曲”的程度变得更大而不是更小 ,从而使经济在改革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更大。相反 ,若采
取“一步走”的剧变式方法 ,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将旧体制打破 ,按照“目标模式”的最优方式重新构造经济
结构较快地“跃到”最优状态 ,避免长期信号扭曲 、资源配置无效率所造成的损失 ,总的来说成本要小些。
这种改革的思路还认为 ,转轨是规则的再造过程。新的游戏规则必须尽可能迅速 、清晰 、规范地建立起
来 ,填补因旧体制消失而产生的真空 ,以避免不确定性 、不一致性和社会经济的混乱 。萨克斯曾形象地指
出 ,“假使英国人决定将靠马路左边行驶的交通规则改为靠马路右边行驶 ,难道你能提议他们逐步完成这
一改革 ,先是卡车 ,一年以后才是小轿车吗 ?”(Sachs ,1992)。
经验主义(或保守主义)的改革观认为 ,历史就其实质而言 ,不过是经验而已 ,在历史过程中经验比抽
象的思考和演绎思考更可以依赖 ,因而 ,只有通过机缘 ,通过重复的试错而进行的选择 ,才能使生物世界
的辉煌成为可能。市场不是一对抽象的供给和需求曲线 ,而是一种制度 。市场是通过一系列的规则和惯
例发挥作用 ,而这种规则和惯例不仅要设计 ,更要发育和生成。激进式的改革造成连续性的中断 ,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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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Sachs , J., and Woo ,W., 1994 , ”St ructu ral Factos in the Economic Reforms of China , Eastern Europe and the

















1978年 ～ 1979年 计划经济 ,利用商品交换价值规律
1979年 ～ 1984年 10月 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经济为辅
1984年 10月 ～ 1987年 10月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7年 10月 ～ 1989年 6月 国家调节市场 ,市场调节企业













因素 ,使经济更有效率。人们只是认为 ,原有的经济体制存在很多弊端 ,已经不能解决经济中所面临的许
多问题 ,因此需要改变 。但并没有达到要将其推翻 、建立新体制的地步 。因此 ,最初的改革就只是在原有
的体制中引入一定的市场调节;在不触动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适当地利用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直到
后来 ,在不断的改革过程中 ,在改革不自觉地沿着市场化的方向演进的过程中 ,人们逐渐发现市场机制在
促进效率方面要比计划经济机制有效得多 ,而市场机制又很难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充分发挥作








路强调转轨过程的可控性 ,其最大优点是能在不发生大的社会动荡 、国民收入保持不断增长的过程中 ,逐
步实现改革的目标 。也正是由于它的渐进性和试探性 ,因而不会造成过大的破坏性的冲击 ,也不会引起
过多人的反对和招致过大的阻力 ,从而实施成本与政治成本相对较小。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 ,前苏联 、东欧各国的改革表现为一种“创世纪式的” 、“一揽子的”“大爆炸”方案。
这些国家在 1989年以后 ,都采取了迅速放开物价 、放开利率 、放开外汇 、大规模私有化等改革措施 ,试图
在一夜之间将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全部废除。而在中国 ,渐进式的转轨则表现为一种特殊的边际演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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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式改革 ,一种体制外的改革 ,一种试验推广式的改革 。从转轨实现过程来看 ,与前苏联 、东欧各国的
创世纪式的迅速而彻底的转轨形式不同 ,中国渐进式的转轨道路采取了“双轨制”(dual t rack system)转轨
的特殊形式 。这种形式的优点在于:在保留旧体制的基础上在增量部分运行新体制 ,这一方面由于不会
触动原有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不至于招致过大的社会震荡;另一方面 ,由于新体制的运行克服了旧体






国灾难性的经济崩溃 ,而且使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二十余年中 ,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 。从 1978年
到 1997年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9.8%,GDP的绝对数已经居世界第 7位 ,人均GDP由 1978年
的 223美元增加到 1997年的 734美元 ,年均增长 8.4% 。同时 ,与俄罗斯 、东欧等国相比 ,中国没有遭
遇天文数字的恶性通货膨胀 。
(二)迅速的市场化。改革开放二十年来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稳步推进 ,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
世界银行 1996年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 ,从国内物价和市场 、外贸和货币的可兑换性 、新企业准入的
开放度三个方面 ,采用加权平均法(权重分别是 0.3 、0.3 、0.4)约略测算一国实现市场经济的程度。结果
表明 ,以市场化指数最高值为 10来测算 , 1989年 ～ 1995年世界上全部体制转轨国家的市场化指数平均
为 4.4 ,最高值为 6.9 ,而我国为 5.5 ,远高于转轨经济国家的平均水平。
(三)市场迅速国际化。伴随着经济的市场化 ,我国经济也日益参与到全球分工体系当中 ,经济的国
际化程度不断提高 。胡鞍钢用中国与世界GDP年增长率的数据进行相关性检验 ,结果发现:改革开放以
来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关系数大大提高 ,由 1960 —1979 年的 0.1318 上升到 1980 —1989 年的
0.4899(胡鞍钢 , 1994)。常修泽 、高明华从贸易依存度 、资本依存度和投资结构水平三个层面对我国的经
济国际化程度进行了分析 ,得出的结论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 ,到 1997年经
济国际化程度已经从 1978年的 3.3%提升到 21.3%,最高的 1994年曾经达到 24.6%(常修泽 、高明华 ,
1998)。
三 、特殊转轨方式的特殊问题

















碍及壁垒有不断加强的趋势。据统计 , 1978年全国各省之间相互调入和调出的消费品 ,分别占各省商品
购进总额的 38%和 47%,全国各省之间的消费品商品贸易额为 500亿元左右 ,大约占全社会商品零售总
额的 28%。改革之后 ,省际贸易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转变为真正的商品流通 。但省际贸易的比重
却有下降倾向 。1989 年全国各省之间相互调入和调出的消费品 ,分别占各省市间商品相互购进总额的
36%和 25%,全国各省之间的消费品商品贸易额为 2000亿元 ,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 24%。90年代以
来 ,这种情况有所改善 ,但尚未根除(周振华 ,1999)。
由于地区间市场的封锁性 ,使中国的市场呈现为一种地方割据的诸侯经济 ,全国市场被割裂成许多
范围小 、层次低的分散的地方市场 ,难以形成统一 、整合的大市场 ,损害了国民经济的统一性和一致性。




双轨过渡模式 ,从而形成了经济运行中普遍的双轨制 。价格机制的作用主要是在旧体制之外 ,在增量部
分发挥作用的 ,而存量部分则仍按计划体制运行。从而价格机制的作用范围是有限的 。同时 ,由于价格
的双轨并行 ,两条轨道自然会可能产生串轨 、摩擦 、碰撞等现象 ,使两条轨道的运行效率均受影响 。此外 ,
据有关方面估计 ,经过多年的价格调整与改革 ,目前仍有 10%左右的生产资料实行计划价格。而在尚未
放开的生产资料价格中 ,主要是石油 、煤炭 、电力 、交通和一些基本的原材料的价格。这些物品属于每一
生产部门都要使用的投入品 ,它们未放开 ,整个价格体系就仍然处于十分严重的扭曲之中(樊纲 , 1996)。
这无疑影响和削弱了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第二 ,竞争机制作用的有限性。所有制的双轨制 ,使得国有
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竞争地位不平等 ,影响了市场公平竞争机制的激励作用。国有企业可以借助于国家的
权力对许多产业进行垄断经营 ,不允许非国有企业进入 。同时 ,价格的双轨运行 ,使得经济当事人倾向于
通过寻租的方式获得收益 ,而不是通过市场竞争力 。这种寻租的机会越多 ,就越不利于形成竞争性的市
场和规范市场行为 。
(三)市场发育的不平衡性 。具体表现为:第一 ,地区间市场发育不平衡 。改革由东到西的区域推进
战略 ,使区域经济发展呈现为一种地区经济的双轨制和二元结构。东西部市场发育极不平衡。东部地区
由于本身经济发展的历史积淀较好 ,发展的基础条件比较优越 ,同时享受国家的多方面的政策优惠 ,因
而 ,市场发育迅速 ,较短时间内便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市场体系。西部地区由于地处内陆 ,与世隔绝 ,历史
上从来商品经济意识就较弱 ,加之国家在政策上偏向东部及沿海地区 ,从而广大西部地区的市场发育程
度低 ,商品经济成长缓慢。根据陈宗胜等人的研究测度结果 , 1996 年我国地区间市场化程度大致如下:
东部最高 ,为 70.3%;西部其次 ,为 64.9%;中部最低 ,为 64.4%。如果以南北市场来区分 ,则南方市场化
程度为 67.9%,北方为 54.9%。区域间市场发育程度的差异可见一斑。第二 ,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发育
不平衡 。在我国的市场化过程中 ,很明显商品市场的发育要比要素市场迅速得多。从近年来对我国市场
化程度评估的情况来看 ,虽然各种评估结果的差距较大 ,但有一点是取得基本共识的 ,那就是:我国的商
品的市场化程度已经相当高 ,应当在 60%～ 80%之间;而我国的要素的市场化程度则比较低 ,估计在




  刘树杰的测算结果认为 , 1985年我国的商品市场化程度为 80%,要素市场化程度为 50%。常修泽、高明华的测算结
果则为:1997年我国的产品市场化程度为 61.71%,要素市场化程度为 36.61%。
区际贸易依存度 ,是指地区之间贸易的依赖程度。它可以用省外购销商品及生产要素的比重来表示 ,如消费品省外
购销量占其购销总量的比重 ,生产资料省外购销量占其购销总量的比重等。通常 ,区际贸易依存度越高 ,说明省际之间市场
关系越密切 ,市场的统计性越强;反之亦然(周振华 , 1999)。
(四)市场主体缺位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的市场化虽然迅速推进 ,但市场化程度仍然不高 ,市场
经济仍处于不发达层次 。市场是需要培育的 ,发达市场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 。中国几十年的计划经济
运行不仅使市场的作用范围几乎荡然无存 ,而且使市场经济的观念从人们的心中完全抹去 。要重新树立
市场经济观念 ,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需要较长时间的艰苦努力。改革开放二十年来 ,我国的市场主体一直
没有很好地培育起来。国有企业改革不力 ,非国有企业又不能“扶正” ,导致市场主体实质上的缺位 。
(五)市场秩序混乱 。其表现主要是:第一 ,权力市场化 ,导致腐败盛行 。双轨制过渡尤其是价格的双
轨运行 ,为权利介入市场提供了可能 ,使得通过双轨差价获取巨额利益成为十分诱人的活动 。于是 ,权力
大量介入市场 ,寻租活动盛行 ,导致出现了一个“吃双轨制饭”的特殊利益集团。1987年 ,我国全部控制
商品的差价在 1300亿元以上 ,银行的利差总额约为 200亿元左右 ,进出口所用的牌价外汇的汇差总额约
为 500亿元左右。加总起来 ,全社会差价总额约为 2000亿元 ,约占整个国民收入的 20%。即使“寻租”者
攫取差价的 5%,其总非法牟利金额也在 100亿元以上。而 1988年 ,我国全部控制商品价差 、国家银行贷
款利差 、进出口牌价外汇汇差分别为 1500亿元 、1138.81 亿元和 930.43亿元 ,三项合计为 3569亿元 ,约
占当年国民收入的 30%。倘若按“寻租”者 5%的“寻租率”来计算 ,其非法收入总额则在 175 亿元以上 
第二 ,市场信用危机 。由于市场体系的不成熟性 ,市场的残缺性和分割性 ,市场组织的非健全性 ,市场运
行的非规范性和市场法规的不完善性及非一致性 ,使得商业信用大受影响。最明显的例子是“剪不断 、理
还乱”的“三角债”现象 。国有企业的负债率达到 70%以上 ,银行的呆坏账率高达 20%以上(林凌 , 1999)。
国有企业欠银行的债务的已超过 3万亿元 ,其中不良债务达 6000—8000亿元;另外 ,企业间的相互拖欠 ,
到 1995年已经超过 8000亿元。由于信用关系紊乱 ,使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银行与企业间的信用关系十
分脆弱 。第三 ,市场主体行为失范 。市场上非法经营现象十分严重 ,恶性竞争 、不正当竞争行为屡见不
鲜。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 ,无证经营 、偷税漏税 、商业欺诈现象无处不在。经济当事人行为失范 ,许多
人倾向于通过不正当或非法途径获得收益 ,而不是通过市场竞争力。在不规范的市场秩序下 ,市场外交
易增加 ,各种非货币媒介如权力 、关系的经济作用上升 ,从而导致市场退化 、规则失效 ,使本来就发育不良
的市场更加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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